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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 年 8 月 28 日下午 4 时 15 分，宋庆龄乘坐的专列徐徐驶入北平火车站。车刚停稳，

早已在月台等候多时的毛泽东便亲上车厢欢迎宋庆龄。当宋庆龄在毛泽东的陪同下步下列车

时，周恩来迎上前去握手问候。跟随在宋庆龄之后的正是周恩来的夫人邓颖超。宋庆龄微笑

着对周恩来说：“感谢你派你的夫人来接我。”周恩来高兴地回答道：“欢迎你来和我们一起

领导新中国的建设。” 

为了争取宋庆龄由沪北上来平参加新政协，中共中央作了大量细致周到的工作。2008

年 2 月，由中央文献研究室和中央档案馆联合编辑的《建国以来周恩来文稿》问世，其中所

录“周恩来邓颖超关于宋庆龄北上参加新政协的电报往来和批语”，为世人揭示了周恩来邓

颖超夫妇为力邀宋庆龄北上而作的长达两个月的努力。 

 

一、“邓亲往劝驾必成” 

1949 年 6 月 25 日，奉中共中央之命，邓颖超带着毛泽东和周恩来邀请宋庆龄北上共商

国是的亲笔信，在廖梦醒的陪同下抵达上海。抵沪当晚，邓颖超并没有贸然上门，而是派廖

梦醒先行试探。 

廖梦醒是廖仲恺、何香凝夫妇的女儿，曾经长期担任宋庆龄的英文秘书，因而深得宋

庆龄信任。当廖梦醒身穿灰布制服，头戴灰布军帽出现在宋庆龄面前的时候，她还以为来了

一个女兵，廖梦醒叫了一声“Aunty”，她才认出廖来，于是笑了起来。廖梦醒对她说：“北

平将成为新中国的首都，邓大姐代表恩来同志，特来迎接你，大家都盼望你能去参加新政协。”

她为难地表示：“北平是我伤心之地，我怕去那里。待我考虑考虑，想好再通知你吧。”虽然

如此，廖梦醒看到宋庆龄的情绪“很兴奋”，于是向邓颖超汇报说盼其赴平似有希望。（邓颖

超 1949 年 6 月 27 日致毛泽东电） 

两天后，廖梦醒再赴宋宅劝说，言谈间，宋庆龄“颇感盛情难却”，再次表示考虑考虑。

（邓颖超 1949 年 6 月 27 日致毛泽东电）当晚，宋庆龄即设宴请邓颖超吃饭。宋庆龄的态度

似乎十分热情，但是，邓颖超长期与宋庆龄交往，十分熟悉其特立独行的孤傲性格。1949

年 1 月 19 日，毛泽东、周恩来曾致电宋庆龄，邀请其北上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当

电报辗转由香港送到宋庆龄手上时，她复函周恩来表示将在上海迎接解放，婉言谢绝了北上

邀请。其时，她还非常不客气地回绝了南京政府邀其加入的请求。上海解放后，李济深、沈

钧儒、章伯钧、黄炎培、张东荪、周新民等民主人士曾致电宋庆龄恳请其北上，但均被宋庆

龄以“病躯急需疗养”为由婉拒。邓颖超恐怕宋庆龄此时依然会拒绝北上，因而对于是否将

毛、周的邀请信直接呈送给宋庆龄，询问其参加新政协之事，甚至参加新政府之事，颇感犹

豫。所以，在这次宋邓初谈中，双方仅限于寒暄。但是，看到宋庆龄热情的态度，邓颖超初

步判断请其北上“或有可能”，但“依其性格，尚须下功夫”。（邓颖超 1949 年 6 月 27 日致

毛泽东电） 

该日（27 日），邓颖超向中共中央发出了抵沪后的第一份汇报电。电报是发给毛泽东的，

邓向毛汇报了上述情况，并请求答复“如孙夫人坚持此次暂不来平，则在我返平前，是否将

请其参加政协及政府事，征其同意。” 

7 月 1 日，周恩来以中央的名义回电答复了邓颖超。他说，宋庆龄曾与史良谈过参加新

政协的事，她告诉史良过去香港曾送来毛、周致电，邀请她北上参加新政协，史良听后力劝

宋参加，宋则请史“由平回沪后与之商决”。据此，周恩来要求邓颖超应向宋庆龄“直说请

其参加新政协”，但是参加新政府的事得等她到平后再说。 



周恩来特别向邓颖超强调，史良认为“邓亲往劝驾必成”。他因而要求邓，要向宋庆龄

说明“邓赴沪即专为请孙北来”。 

 

二、“对孙寓所及孙中山故屋发生几次误会，予以解释和道歉” 

在 7 月 1 日的电报中，周恩来要求邓颖超“应多往孙夫人处谈话，为之讲解各种情况

和我党政策，并对我军解放上海后，由于不熟习【悉】情况，致对孙寓所及孙中山故屋发生

几次误会，予以解释和道歉。” 

电报中所说的“孙寓所及孙中山故屋发生几次误会”的确是令中共中央十分尴尬的事。

上海刚解放，进驻上海的下级军官就冒犯了宋庆龄。 

1949 年 5 月 27 日，居住在林森中路 1803 号（今淮海中路 1843 号宋庆龄故居）的宋庆

龄迎来了上海全市解放。对上海解放宋庆龄是满怀喜悦的，在 25 日解放军先遣部队进入上

海后，宋庆龄曾兴奋地向长期协助她工作的友人王安娜表示：“感谢上苍，我们现在总算可

以自由地呼吸了！”（宋庆龄 1949 年 5 月 26 日致王安娜函）她还调侃地告诉王安娜：“我是

在 25 日凌晨 3 点，当先遣部队放松包围的时候看见装甲车的！但愿我能像装甲车一样被允

许外出。”（宋庆龄 1949 年 5 月 27 日致王安娜函）但是，不久就发生了意外。据华东局于事

后于 6 月 1 日向中共中央的汇报，以及宋庆龄本人和时在解放军三野二十军军政治部工作的

姜宿回忆，那天，六 O 师一七八团一个营进驻淮海中路，警戒线延伸到龙华机场附近。连

长指定武康大楼对面一所宽敞房子，要排长带一排人去宿营。谁也不知道这是宋庆龄公馆，

“因她现住宅系国民党政府行政院另拨的”。当敲门要进去时，遇到了门房的拒绝。看门的

没有说明不能住的缘由，只是笼统地说，“这里不能住。”排长很反感：“连长命令我们住这

里，为什么不能住?”他命令说：如果下午四时前不把房子腾空，将派士兵来搬走东西。双

方争执相持不下时，宋庆龄亲自下楼来，当着战士们的面说：“我是宋庆龄。这里是我的公

馆，你们部队不能住。要住，请陈司令打电话给我。”连长听说这意外的情况，为挽回影响，

连忙前来道歉赔罪。陈毅知道这件事后，非常生气，批评了师、团干部。他亲自打电话向宋

庆龄表示歉意，随即又与潘汉年一起亲赴宋庆龄寓所，除当面致歉外，还向宋庆龄征询了接

管和建设上海的意见。5 月 31 日，在陈毅、史良，以及长期在沪从事情报工作的吴克坚的

陪同下，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一书记邓小平和第二书记饶漱石，亲自登门拜访道歉，并派卫兵

在宋庆龄住宅警卫。在从史良处得知宋庆龄经济困难后，华东局决定“由潘汉年先送 100

万人民票给她，以后当陆续供给。” 

孙中山故居所发生的“误会”一度鲜为人知，可能因为这次误会只是一件小事，不是

针对寓所本身而发生的。据周恩来 7 月 1 日致邓颖超的电报，史良告诉他孙中山故居中的一

个老仆人曾被拘留，但她不知道详细经过，也不知道老仆人有否获释。史良是 1949 年 6 月

初离开上海去北平参加新政协筹备工作的，所以事情应该是在她临走之前才发生的。但不管

怎样，被拘留者是孙中山故居的老仆人，周恩来恐怕会引起宋庆龄的不满。他指示邓颖超：

“如尚未释放，望市委速开释，并查明理由。如系错在我方，应正式向其认错道歉，并对老

仆人的损失予以赔偿。如系错在彼方，而错并不大，应予以释放，勿使孙夫人为此介怀。”

就邓颖超 7 月 5 日致中央电来看，这只是一件小事，老仆人当日就释放了，“所发生误会已

向宋庆龄解释”。其时，对于孙中山故居，中共中央在解决“孙寓所误会”的同时就表示了

高度重视，曾明令上海市委“要保存孙中山先生在上海的旧居，以资纪念”。（《生活中的邓

小平》第 286 页）8 月中旬，上海军管会及市人民政府在征得宋庆龄同意后，拨出巨款对故

居进行了为期三个月的大修。这与国民政府时期形成了鲜明对比。国民政府非但没有对香山

路 7 号孙中山故居予以精心修缮，致使屋顶洞穿，四壁偏塌，甚至在上海解放前夕有部队欲

乘乱入住。这一新旧对比，无疑会使新政府的形象在宋庆龄心目中更趋完善。 

 



三、“房产如属宋子安，可交与孙夫人代管” 

在 7 月 1 日的电报中，周恩来还叮嘱邓颖超要妥善处理宋庆龄幼弟宋子安的房产问题。

他说： 

孙曾托史告我们，宋子安为其幼弟，孙屡劝子安勿回国随蒋、宋、孔等做事，子安因此

留美未归。现上海爱棠路一百九十号（190）为宋子安私产，已为人民政府接收，孙意对宋

子安应与对蒋、宋（子文、子良、蔼龄、美龄）、孔等加以区别，方使子安觉得孙话果有出

路。请你们查明该号房产如属宋子安，可交与孙夫人代管，俟宋子安将来回国时再行解决。 

由于宋氏家族涉政过深，新政府如何对待宋庆龄的亲友，这是宋庆龄和新政府之间都很

关注的问题。 

1948 年 12 月 28 日，新华社公布了中国共产党开列的 43 名头等战犯名单，并谓之“罪

大恶极，国人皆曰可杀”。这其中有多位宋庆龄的亲友，蒋介石、孔祥熙、孙科自不必谈，

但是名列第十位的宋子文和名列第二十三位的宋美龄是宋庆龄的血亲。1949 年 1 月 28 日，

中共中央发言人发表声明，要求国民政府重新逮捕于 26 日被释放的日本战犯冈村宁茨，同

时要求“必须立即动手逮捕一批内战罪犯”，宋子文在所列名单中越位第二，排名仅次于蒋

介石。 

家族血亲名列战犯名单，且排名居前，这也是宋庆龄无可奈何的事情。政见的分歧早就

使宋庆龄感觉自己“不在家族的圈子中”。她曾对美国驻华大使馆外交官谢伟思说：“我的家

族从不与我谈论政治。”（谢伟思：《与孙中山夫人的谈话》，转引自《宋庆龄呼吁取消对中国

共产党的封锁》，载《档案与史学》1995 年第 4 期。）虽然如此，但是家族亲情依然浓厚。

在最后关头，1949 年 5 月 19 日，宋美龄和宋子良一起从美国写信给宋庆龄，对宋庆龄表达

了他们的深切挂念。他们说：“最近，我们都经常想起你，考虑到目前的局势，我们知道你

在中国的生活一定很艰苦，希望你能平安、顺利。”“如果我们在这儿能为你做些什么的话—

—只要我们能办到，请告诉我们。我们俩都希望能尽我们所能地帮助你，但常感到相距太远

了，帮不上忙。请写信告诉我们你的近况。” 

宋氏家族中只有最小的子安未涉政治，且听取宋庆龄的劝告，在抗战胜利后也没有回国，

因此宋庆龄竭力想维护幼弟的在沪利益，特意托付史良转告中共。根据邓颖超 7 月 5 日致中

央电中“中央七月一日电所示各点已告宋庆龄”语，我们可以判断，宋庆龄此请也许已得到

满足。 

 

四、“嘱上海铁路管理局备头等卧车” 

在 7 月 1 日的电报中，周恩来又细致地关照邓颖超：长途旅行，宋庆龄病体难支，“可

嘱上海铁路管理局备头等卧车直开南京，然后再换卧车，由浦口直开北平，并附餐车，大约

三天可达（淮河铁桥已直通）”。 

宋庆龄患有严重的荨麻症，这是宋家的家族遗传病，宋美龄也同样患有此病，每遇过度

紧张或过度劳累，此病便会剧烈发作。1949 年上半年，宋庆龄几乎是在病痛中度过的，先

是重感冒，继而是剧烈的神经痛、高血压。大夫令她卧床休息并放弃所有的工作和活动，当

她病得只能抱着热水袋呆在床上时，由于“那些处于绝望挣扎中的人，在逃脱即将来临的局

面之前”，仍在对她施加“巨大的压力”，所以她被迫下床去会见一些不得不见的人。（宋庆

龄 1949 年 1 月下旬致王安娜函、2 月 7 日致耿丽淑函、2 月 24 日致阿莉函）形势最为紧张

的时候，正值春季，恰是皮肤病高发季节，正患肠胃病的宋庆龄荨麻症大发。在给王安娜的

信中，她无奈地说：“在过去的两个星期中，焦虑和麻烦成了我全部的生活，苦苦地缠住我

不放。我已经不再年轻了，不能像以前那样可以轻易地把那些影响立即消除……”（宋庆龄

1949 年 5 月 26 日致王安娜函）“我虚弱的体质使我恢复得很慢。昨天我试着多工作一会儿，

就感到头晕得厉害，差点儿晕到。”“服用苯纳德雷，使我变得呆滞和反应迟钝。不过荨麻疹



倒是慢慢地退下去了，不像上星期那样痛苦万分。我很想尽快治好，这样才好出去见朋友！”

（宋庆龄 1949 年 6 月 14 日致王安娜函）巨大的精神压力使宋庆龄急欲放松自己，所以她还

未等邓颖超开口，就向邓提出“希望能到苏联疗病，并在国外工作一时期”。 

邓颖超对宋庆龄的病痛十分同情，她在 6 月 27 日给毛泽东的电报中说：“据其病情，乘

火车赴平确不无困难”，拟暂缓长途旅行。周恩来据此提出：“嘱上海铁路管理局备头等卧车”，

“而孙希望到苏联养病，当于新政协后进行交涉，估计必能办到，病治好后，亦可至东欧新

民主国家参观。” 

经过邓颖超和廖梦醒的多次劝说，当 6 月 30 日邓颖超向宋庆龄出示毛、周亲笔邀请函

时，宋庆龄终于答应北上赴平。（邓颖超 1949 年 7 月 5 日致中央电）在邓颖超将 7 月 1 日中

央来电告诉宋庆龄后，得知能坐头等卧车，宋庆龄非常愉快。尽管邓颖超叮嘱宋庆龄要保密，

但是宋庆龄还是忍不住悄悄地告诉了即将赴北平工作的王安娜：“因为我无法在北平呆上几

个月。所以我只要能及时赶到那里参加会议就行。但是，此事要绝对保密，因为他们不想挨

炸弹（保密）。因此我建议你在 8 月份请假一个月。这样我们就可以一起乘坐豪华的特快列

车南下了。”（宋庆龄 1949 年 7 月初致王安娜函） 

 

五、“颖超在沪如能养病，可留候夫人同来。” 

宋庆龄在悄悄写信告诉王安娜的时候还以为新政协将在 8 月初举行，所以让王安娜 8

月份向北平方面请假一个月，同她一起回上海。 

7 月 5 日，邓颖超致电中央汇报宋庆龄已同意在 7 月 10 日以后动身，“但只拟在北平住

半月到一个月即返沪”。电报发出后，邓颖超在与宋庆龄谈话中又得知“她须在八月六日前

赶回上海为其姨母祝寿”，考虑到新政协极有可能在 8 月中旬召开，于是经与宋庆龄商量，

邓颖超决定将行期推迟到 8 月 6 日以后，并立即于 7 月 6 日再发电报汇报中央。 

7 月 9 日，周恩来以中央名义给邓颖超发出了第二封电报，告诉邓“新政协八月半后方

能开”，要求邓与宋商量，请宋先来平，“八月初南返”，八月中再由回沪一行的史良陪伴“北

来”，参加会议，若宋不同意则照原定计划将行期推至 8 月 6 日以后。“颖超在沪如能养病，

可留候夫人同来。” 

之前，周恩来在以中央名义发给邓颖超的第一封电报中，涉及邓颖超处均以“邓”相

称，7 月 9 日电看似周在不经意间流露出了亲昵，但细思之，显因周考虑到妻子要长期留沪

做宋工作故以示安慰。 

明确回电者就是自己的丈夫后，邓颖超一连给周恩来写了三封信，告诉周宋定于八月

半后赴平，并向周询问新政协的具体召开日期。 

新政协的具体召开日期是宋庆龄最关心的问题，因为她“无法在北平呆上几个月”，“只

要能及时赶到那里参加会议就行”。所谓的“须在八月六日前赶回上海为其姨母祝寿”之说

词，其实就是不愿意在北平久居而已。虽然向亲密友人王安娜这么直说了，但宋庆龄并没有

明白地告诉邓颖超。不过，邓颖超已经明显地感觉到了。 

8 月 3 日，邓颖超在还未收到周恩来当日致电告知“新政协会期在九月上旬”的情况下，

向宋庆龄坦陈：“新政治协商会议可能推迟到二十日以后”。宋告以八月底有事，“必须赶回

上海”。邓颖超随即直接致电周恩来告之，并分析说：“我观其意，是她不愿在北平多留。她

曾说过，在北平容易引起她的悲痛，因为孙中山先生死于北平。” 

8 月 6 日，周恩来回电邓颖超，再次告之“新政协须九月上旬始能开会”，并建议“孙

夫人以迟至八月下旬或九月五日以前来平为好”。他同样认为“孙说八月底有事，恐系推辞”，

要求邓颖超和已回沪的史良一起“分别推动”；并要邓去见苏联领事孙平和与宋关系较近的

塔斯社驻中国记者罗果夫，让他们“从旁推动”，邀请宋庆龄“在平参加中苏友好协会”，“届

时将有苏联对外文协访华团代表参加”。 



对于会期的一再变动，宋庆龄自然会心生不快，但她并没有收回赴平承诺。8 月 18 日，

她写信给正在北平等待见她的王安娜表示： 

我为计划不得不改变而大失所望，虽然我已作好了随时出发的准备。D小姐通知我会议

改在下月举行，我们的行期也须改变。此外，由于台风带来的暴雨冲垮了路面，好几百人困

在途中，因此她认为改期是明智的。 

 

六、“楼房，有上下两层，在北平为稀有者。” 

在确认宋庆龄承诺来平后，宋庆龄在平居住的问题必须解决。8 月 3 日，周恩来致电邓

颖超告之：“房子已准备好，我方去看过，较重庆、上海我常去的两个地方都大，楼房，有

上下两层，在北平为稀有者。一切内部陈设责成阿曾、罗淑【叔】章负责指导。” 

周恩来所说的房子位于东单方巾巷 44 号，后因北京建新火车站而于 1959 年拆除。据

曾经去过那里的廖梦醒女儿李湄描述：“那是一栋外国人建造的两层花园洋房，小巧玲珑，

在北京很少见这样的洋房。” 

周恩来考虑得非常周到，他知道宋庆龄长期生活在西式建筑中，遂为宋选择了这栋稀

有的洋房。不仅如此，他还在建国初期百事缠身的情况下，亲自去现场勘察，确认无误后，

又特地安排在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工作的叶剑英夫人曾宪植和罗叔章负责指导内部陈

设。不久，罗叔章任中央人民政府办公厅副主任，受中央委托与宋庆龄保持联系。1950 年 8

月 13 日，宋庆龄为方巾巷布置事复函罗叔章： 

（一）我同意楼下小饭厅的红木桌椅移到楼上放冰箱的房间里；（二）我同意钢琴放在

原来摆沙发的地方；（三）我以为楼下红厅的东西太多了，所以两个工艺木柜可不需要，也

不要换别的东西；（四）放在壁炉两边的两个柜子，我以为里面所布置的东西已合适了，请

你不必添放东西。 

1954 年宋庆龄曾热情地邀请罗叔章搬到方巾巷居住，见罗叔章没有反应，她又致函罗

再作邀请：“您来信中，未提起已搬至方巾巷居住，您是否为不方便的原因。我感觉您终日

工作繁重，晚间必须有安定住所，因此我愿意您住到方巾巷去。”（宋庆龄 1954 年 11 月 28

日致罗叔章函） 

宋庆龄对周恩来为他选定的方巾巷寓所甚为满意。1959 年 10 月，她移居北海西河沿 8

号后，因房屋潮湿等原因而感觉不适，虽然她一再表示不要为了她个人的住所增加国家的开

支，但是周恩来仍亲自操作，为她选取了后海北沿原醇亲王府花园修建新居，并亲往检查施

工情况。1963 年 4 月 1 日，周恩来亲往机场迎接由沪来京的宋庆龄，并送她迁入新居。 

 

七、“孙夫人究以何种名义出任新政协代表，等孙来平后，与她当面商定较为合适。” 

宋庆龄抵平后究竟以何种名义出席新政协，这也是必须与宋庆龄商榷的大事。 

早在邓颖超来沪邀请宋庆龄赴平之前，1949 年 6 月 20 日，民革中央主席李济深便致函

宋庆龄谓：“济深已提请先生为本届出席代表”，请宋庆龄以民革代表的身份北上出席新政协。

宋庆龄刚刚于 6 月 4 日婉拒了李济深的北上之请，对李此函她未作答复。 

就宋庆龄以何种名义出席新政协的问题，8 月 7 日，邓颖超在致中央并周恩来电中作了

汇报。她说，宋庆龄对被选为新政治协商会议代表一事，最初有以下意见：“一、仍以旁听

身份列席。二、对与张治中、邵力子等列名，没有什么意见。三、对担任妇联代表颇为顾虑，

如不会说话，不能反映团体意见，不能经常参加团体的工作等。”经她多方解释说明，宋庆

龄不再坚持己见，并说：“请你们替我考虑，你们觉得怎样好，就怎样办。” 

邓此电表明，宋庆龄并不想以任何团体的名义作为出席新政协的正式代表，因而她要

求以旁听身份列席，即使与其他人一起列名也没有关系，但是邓颖超希望她能以妇联代表的

名义作为出席会议的正式代表，虽经邓多方解释说明，宋不再坚持己见，但她的“请你们替

我考虑”的表态说明她对邓颖超的意见还是十分勉强的。 

8 月 13 日，周恩来以中央名义电邓：“未虞电悉。孙夫人究以何种名义出任新政协代表，

等孙来平后，与她当面商定较为合适。” 



为了能让宋庆龄愉快地北上，对于她所提出的一切条件，周恩来均竭力给予满足，除

了上述逐点外，另外包括“谭宁邦需先到北平代宋庆龄与有关方面商定业务范围”、“在赴北

平途中拟过济南时往国际和平医院参观”等等，周恩来均一一答应，并责成相关部门和相关

人员具体办理。 

唯一例外的是宋庆龄提出的抵平后三件事中的两件事。宋庆龄原提出，在她抵达北平

后，“一、不要举行欢迎会。二、愿访问张治中个人，向留北平的南京政府和谈代表致敬。

三、事前不要通知任何人，也不要有人到车站迎接”。邓颖超在 8 月 3 日的电报中转述了宋

的要求，同时也向周恩来提出了自己的建议：“第一、第二件事可尊重她的意见。第三件事，

她的一些知己朋友如你和何香凝等，肯定要到车站迎接。”周恩来回电表示：“孙所提三事，

照你来电办理，惟到车站接的人选望你来电告知，以便不太唐突。”但是事实上，宋庆龄抵

达北平后，在北平火车站受到了毛泽东、朱德、周恩来、林伯渠、董必武、李济深、何香凝、

沈钧儒、陈其瑗、郭沫若、柳亚子、廖承志等 50 余人的热烈欢迎，一群活泼可爱的洛杉矶

儿童保育院孩子向她献上了鲜花。当晚，毛泽东还特别为宋庆龄举行了欢迎宴会。 

在周恩来和邓颖超无微不至的体贴照顾下，在中共中央细致周密的安排下，宋庆龄最

终放弃了原来只在平参加新政协，会议结束就回沪的计划。 

8 月 28 日抵平后，在等待新政协会议召开期间，宋庆龄出席了一系列公开活动：9 月 1

日出席冯玉祥逝世一周年追悼大会；9 月 6 日出席中苏友好协会总会筹备委员会全体会议，

并在会上发表讲话；9 月 20 日出席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北平市民主妇联筹委会在北

京饭店举行的欢迎参见新政协的女代表的招待会。 

1949 年 9 月 21 日至 30 日，她作为无党派人士，以特别邀请代表的身份，在北平出席

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并在会上发表讲话。在这次会议上，她当选为中

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10 月 1 日，她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

开国大典，目睹第一面五星红旗冉冉升起，她激动得热泪盈眶，兴奋地认为“孙中山的努力

终于结了果实，而且这果实显得这样美丽”。 

在新中国首都北京，她参与欢迎了应邀来华参加中国保卫世界和平大会和中苏友好协

会总会成立大会的苏联文化艺术科学工作者代表团，并先后出席了中国保卫世界和平大会和

中苏友好协会总会成立大会。 

10 月 17 日，宋庆龄在罗叔章和邹韬奋夫人沈粹缜等人陪同下，返抵上海。以后，宋庆

龄每年均定期赴京“上班”。 


